
明清时期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及其环境影响

李德楠

　　摘　要：环境变迁是认识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 山东黄运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单元，其水资源开发表

现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包括泉源开浚、河流疏导、运道避黄、湖泊蓄泄在内的系统工程。 随着运河漕

运作用的日益增强，水资源开发的目的和范围日趋扩大，形成了多水共治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 泉流“五派”以
及济运“四水”的变化，表明愈来愈多的泉源与河流被纳入运河治理体系。 明清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的历史，
是一部国家主导下人类活动干预区域环境的历史，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治河保漕的大政。 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

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是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了以治河保漕为中心的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以

史为鉴，黄、运、河、湖、泉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水资源调配应做到均衡合理，要统筹考虑水环境、水安全，提高水资

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避免产生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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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水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 水作为一种

不可或缺且变化频繁的环境与资源因素，对人类文

明的影响极为深刻［１］ 。 明清时期的黄河、运河治

理，是国家层面的大型公共工程，政府为之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水资源开发的力度及环境

影响远非一般水利工程可比。 区域是人类活动的特

定舞台，区域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黄宗智先生曾指出，将目光集中于一个区域，可使我

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

研究［２］ 。 受黄河、运河共同影响的“黄运地区”，可
称得上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黄运”
的区域概念很早就见于彭慕兰关于近代华北内地的

研究，称由于黄河和大运河两条水道的交汇，形成了

“黄运地区”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并界定该区域的

范围是山东西部加上毗邻的直隶和河南部分地区，
但根据研究需要没有把江苏北部地区放进来①。 本

人关于明清时期河工治理的博士论文中，将彭氏的

“近代”黄运地区概念扩展至“明清”，指出明清黄运

地区是由现代黄河、古代黄河以及京杭运河组成的

近似三角形的地区，跨今苏鲁豫皖四省②。 近些年

来，以“黄运地区”为研究区域的成果不断增加，例
如佳宏伟关于林则徐与豫、鲁黄运地区水利的研究，
高元杰关于明清山东黄运地区生态与社会变迁的研

究，胡梦飞关于明清时期黄运地区大王、将军的研究

等③。
黄运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其中黄运地

区山东部分堪称典型，不仅自然地域性明显，而且黄

运问题重要且复杂，冀朝鼎曾指出：“至于山东，其
全部治水活动几乎都限于黄河的防洪和山东境内大

运河维修方面的内容。” ［３］那么，自明至清的长时段

内，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呈现怎样的演变格局？
国家主导的水资源开发对区域环境带来怎样的影

响？ 本文拟通过梳理该地区最具特色的泉源、河流、
湖泊开发以及闸坝控制等现象， 厘清历史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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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的基本情况，希望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

水生态治理，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提供历史

借鉴。

一、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的基本构成

水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要

素提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明清山东

黄运地区有京杭运河贯穿其中，又多受黄河来水影

响，还有众多河流、泉源、湖泊与之相连，泉、河、湖相

互联系的水资源特征尤为突出。
一是黄、运、汶、泗等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塑造了流经地区的地貌形态，给流经地区提供

了丰富的水资源。 西汉以前，黄河长期流经河北平

原，对山东地区影响有限。 东汉王景治河以后，黄河

进入了长达七八百年的安流期［４］ 。 唐末五代以后，
黄河决口泛滥增加，梁山泊即为黄水决口后汇聚的

产物。 南宋黄河夺泗入淮，虽仅流经鲁西南部分地

区，但决口后往往波及广大山东运河区域。 山东地

区很早就有运河流经，如春秋时期的菏水、战国秦汉

时期的鸿沟水系、东汉的白沟运河、隋代的永济渠、
北宋的五丈河等，但真正纵贯全省的京杭运河始于

元代，盛于明、清。
黄河、运河外，还有源于鲁中山地的汶、泗、洸、

沂等河。 汶河源出莱芜北，西流至梁山东南入济水。
元代以前，汶水全由坎河入济水达于海。 明初筑戴

村坝，堵塞了汶水北流入海的通道，使其至南旺分

流，其中南流一支于济宁城南与沂、泗、汶三水合。
洸河是汶河自堽城坝西南流的一支，经兖州、济宁之

境，合泗、沂二水。 泗水出泗水县陪尾山，西流至兖

州城东合沂河，西南流至济宁城东合汶水。 沂河有

大、小之分，小沂河源出曲阜尼山，西流至兖州与泗

水合，由黑风口入府河济运。 大沂河出沂水县艾山，
汇合蒙阴、沂水诸泉后，与沂山之汶汇合，经邳州南

流入淮。 府河又称南济水，是引泗济运的通道，不同

于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后者在宋金以后为大、小清

河所取代。 隋唐宋时期的运河漕运，分别以都城洛

阳、开封为中心，不经过山东地区，当时汶、泗等河全

由坎河入济水达于海，即所谓“泗、沂、洸、汶之故

道” ［５］１６。 明清时期的运河水源，以汶水最为重要，
故曰“山东水惟汶最大” ［６］７８。

二是泰沂山地诸泉。 泉源补水是山东运河的一

大特色，故有“东省运河，专赖汶河之水南北分流济

运，而汶河之水尤借泉源以灌注” ［７］５２９的说法。 发

源于山东中部山地的泰山诸泉，分属兖州、青州、济
南三府所辖的十多个州县，有的出于平地沙土中，有
的出于高坡沙土中，经河流汇集后，注入运河或

湖泊。
山东地区的泉源开发，始于元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 年）会通河的开挖，明初重新疏浚会通河的同

时，加大了泉源开发力度，使沿途“涓滴皆为国家助

矣” ［８］ 。 正统六年（１４４１ 年）令总漕兼理河道，从此

河道与漕运事务合而为一，当时鉴于“泉之资于漕

大矣” ［９］２７２，政府不断加大泉源的开发力度。 正统

九年，主事熊炼、傅弼等疏凿泗水县泉林，开发泉源

１３ 处，以利于漕运［５］１４２－１４３。 弘治间成书的《漕河

图志》，记载山东三府各州县泉源 １６３ 处［１０］４４。 正

德初年成书的王宠《东泉志》，记载山东 １８ 州县泉

源 １８０ 处［５］１７。 嘉靖中期，河漕侍郎王以旂清理旧

泉 １７８ 处，增开新泉 ３１ 处，合计 ２０９ 处［１１］ 。 嘉靖

后期成书的张桥《泉河志》，记载泉源 ２４４ 处［１２］ 。
万历初年担任工部主事的张克文，在《新泉序》中提

到旧泉 ２２６ 处，新泉 ３６ 处，共计 ２６２ 处［９］２７２。
清承明制，仍大力开发山东泉源。 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 年），漕运总督林起龙疏称山东有泉源 ２５０ 多

处［１３］２６７。 康熙初年成书的《两河清汇》，记载山东

１７ 州县泉源 ４２７ 处［１４］３８２。 康熙十九年成书的《山
东全河备考》，详列 １７ 州县泉源 ２４５ 处［１５］３５７－３５８。
康熙 末 年 成 书 的 《 行 水 金 鉴 》， 记 载 泉 源 ２４８
处［１６］６６。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年）成书的《山东运河

备览》，记载 １７ 州县泉源 ４７８ 处［１７］４１９－４３８。
三是安山、南旺、微山等湖。 湖泊是重要的蓄水

设施，来自泉源、河流的水源，相当一部分汇入湖泊

储存，故曰“山东漕河固资泉流，而昭阳、南旺、蜀
山、马场、伍大、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可为运河之

济” ［１８］３９６１。 山东黄运地区的湖泊，大多沿运河分

布，运 河 “ 旁 各 有 诸 湖 之 汇， 萦 回 联 络 于 其

间” ［１９］５０１。 以济宁城为界，山东黄运地区的湖泊可

分为北五湖、南四湖两大湖泊群，北五湖即安山、马
踏、南旺、蜀山、马场五湖，南四湖即南阳、昭阳、微
山、独山四湖。 自明至清，湖泊因水源等变化，有的

从洼地或小湖泊扩展为大湖，有的由大湖缩小甚至

淤废，下面分别叙述之。
安山 湖 本 是 一 片 低 洼 的 “ 东 平 征 粮 民

田” ［２０］卷首图，北宋年间黄河决口，汇聚成梁山泊，
安山湖区成为梁山泊的一部分。 金元时梁山泊湖水

消退，安民山以东的“下隰沮洳之处” ［１９］５０２形成湖

泊，于是因山为名，取名安民山湖，简称安山湖。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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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前，安山湖以济水、汶水为源，元代开挖会通河

并修建安山闸以后，改以汶水为源，水量减少［２１］ 。
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 年），黄河决河南原武黑阳

山，运河及安山湖被淤［２０］１２。 永乐九年（１４１１ 年）
重新开浚会通河，于淤积严重的安山湖区创筑圈堤，
使其成为运河蓄水柜，“惟安山一湖，上下赖以接济

（运河）” ［２２］５１４。
南旺湖区最初也是一片天然洼地，宋代时为梁

山泊的一部分，１２ 世纪末梁山泊退缩消亡，遗留下

南旺湖、马踏湖、武庄陂、大薛湖、晋阳湖等小湖泊。
元代开挖的会通河穿南旺湖而过，湖泊被分为东西

两部分。 永乐间重新开挖会通河，截汶水西南流至

南旺入运，大量汶水汇聚于南旺湖，湖面扩大，北接

马踏湖、武庄陂，南接马场湖以及昭阳诸湖，绵亘数

百里。 马场湖原先也是梁山泊的一部分，后梁山泊

水退去，成为济宁城西的洼地。 明初以前在此养马，
称草场湖，后讹称马场湖或马肠湖。 明初整修运河

时，马场湖被辟为运河四大水柜之一，引府河、洸河、
沙河等水自济宁城北汇入，还接纳南旺湖下泄的多

余之水［２３］３６６。 南阳湖的前身是孟阳泊的一部分，
明弘治间孟阳泊扩大为“萦回十余里” ［１０］２８。 成化

间开永通河，自南旺西湖引水至南阳闸入运，与汶、
泗二水会于闸下，积水成湖，开始时水面不大，后因

府河常塞，泗水合白马河至鲁桥入运，湖水不能顺利

排入昭阳湖，成为鲁西南金乡、单县、曹县等地坡水

的“潴蓄之地” ［２４］２０８８。
微山湖形成的时间很晚，乃合并吕孟、赤山、张

庄等小湖泊而成，正所谓“赤山、微山、吕孟原非柜

也，新河障田成湖” ［６］８５。 嘉靖末年开挖南阳新河

以后，夏季水流泛涨，形成“吕孟、微山诸湖”两大湖

泊群。 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 年）开成泇河以后，湖面

不断扩展。 清顺治以后专用泇河行运，微山、吕孟、
昭阳等小湖逐渐连成一片。 到康熙初年，各小湖泊

之间已无明显界限，从东北的南阳镇至西南的利国

驿，２００ 余里间汪洋一片［１５］４０４。 至乾隆年间，微山

湖北承昭阳湖，南接郗山、吕孟、韩庄、张庄四湖，周
长约 ９２ 里［２３］３７０。

总之，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是
一个包括河、运、湖、泉等在内的水资源供应系统。
鲁中山地诸泉提供了最初的水源，然后汇入汶、泗、
洸、沂诸河，最后归入运河或沿运湖泊，带动了湖泊

水柜的开发，确保了运道的畅通。 上述济运河流虽

然众多，但汶、泗二水的重要性始终不减，故史籍中

有山东运河“以汶、泗为源” ［２５］的说法。

二、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
开发的空间格局

　 　 受鲁中泰沂山地影响，山东黄运地区地势中间

高、南北低，水资源分布不均，需要人力作用下的调

配。 前文关于黄、运、泉、河、湖等水资源构成要素的

叙述，主要是基于静态的视角，下面从动态的视角探

讨该地区水资源开发的空间格局。
一是泉流“五派”的变化。 汇聚泉源入运的河

流称为“派”。 弘治《漕河图志》记载山东泉源汇入

各河流的情况，称大部分入汶水，小部分入泗水、沂
水、运河、昭阳湖和薛河［１０］４４，但此时尚未见“派”
的说法。 正德《东泉志》记载山东 １８ 州县的泉源汇

成分水、天井、鲁桥、沙河、邳州五派，其中汇聚 ９ 州

县泉源入南旺的分水派最为重要，然后是汇聚 ４ 州

县泉源入济宁的天井派、汇聚 ５ 州县泉源入鲁桥埢

里的鲁桥派、汇聚滕县诸泉入上沽头的沙河派，最后

是汇聚 ３ 州县泉源入邳州的邳州派［５］１７－１８。 嘉靖

后期的《泉河志》不仅记载了泉流五派，还提到各派

的归宿，即分水派至南旺分流南北，天井派会汶、洸
二河入天井闸，鲁桥派直接入漕渠，沙河派沟通了

邹、滕、峄、鱼等地河流和昭阳湖，邳州派经沂、汶二

河后会黄入淮［１２］ 。 万历十七年成书的《河防一览》
亦载五派，但名称有所变化，此时沙河派改称新河

派［２２］１９６，原因当在于南阳新河的开挖。 万历中期

的《河漕通考》明确提到，此前沙河派“或分入沙河，
或出沽头，或出留城入运”，今则“多会于南阳湖及

王家口等处支河，故为新河派” ［１９］５０１。
康熙初年成书的《两河清汇》指出，五派中以分

水、天井、鲁桥三派最为重要，均属漕河命脉［１４］３８３。
乾隆《兖州府志》将天井派改称马场派，理由是“五
派出泉，向有分水、天井、鲁桥、沙河、邳州之目，迨
新、泇开而沙河宜改新河、邳州宜改泇河，泗、洸遏入

马场湖，而天井宜改马场” ［２３］３７４。 以上五派的变

化，受黄河影响下的开挖南阳新河、开挖泇河以及遏

泗、洸二水入马场湖等治水活动的影响。 首先表现

为名称的变化，如沙河派改新河派、邳州派改泇河

派、天井派改马场派；其次表现为空间的变化，如南

部地区的沙河派、邳州派变化最大。
二是从“四水济运”到“五水济运”。 元初为方

便往南方运送军需，济宁州佐毕辅国于汶河南岸筑

分水斗门，以遏汶水，引汶水由洸河至济宁［７］４８８。
至元二十年开济州河，分汶、泗诸河至安山入济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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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济州河因此被称作“济州汶、泗相通河” ［２６］ 。 至

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引汶水横穿济水北上，至临清

入卫河，从此“泗、汶诸水始达于御河矣”。 元代还

修建堽城坝，截汶水与洸、泗汇合，西南流至济宁南

门外的天井闸，又建金口、土娄、杏林三闸，引泗、沂
二水至天井闸，至此“汶始与洸、泗、沂合” ［５］１６。

由于元代运河制高点的分水口选址济宁，设置

不合理，水资源开发不充分，故整个元代以漕粮海运

为主。 明初重开会通河并将袁口段运道东移 ２０ 里，
重建堽城坝以遏汶河入洸之流，又筑戴村坝截汶河

往北入海之路，使全流至南旺分流，汶水从此成为山

东运河最主要的水源。 汶水南流一支至济宁城南与

沂、泗、洸三水合流，形成了稳定的“四水济运”的格

局，不过因大量水源集中到运河南部，汛期往往“横
溃四溢” ［２７］ ，故多次治理金口坝、戴村坝。 明代形

成了以南旺分水为主、济宁分水为辅的“四水”分配

格局。 至清代，则出现了“五水济运”的说法，是在

汶、泗、沂、洸四水的基础上增加了济水。 需要指出

的是，这里的济水不是大清河而是府河，府河又称南

济水，其流量与其他河流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虽曰

“五水济运”，实仍为“四水济运”。 清代的“五水济

运”虽无明显的质的变化，但府河的纳入表明了济

运河流的扩充。
三是湖泊蓄泄功能的变化。 “东省运河全赖湖

水接济，是收蓄湖水最为要务。” ［２８］４９１明永乐初年

重开会通河的同时，将沿线的安山、南旺、马场、昭阳

四湖辟为水柜，用以蓄水济运。 水柜是湖泊的别称，
“柜者蓄也，湖之别名也” ［２９］ 。 与水柜对应的是水

壑，二者的区别或根据相对运河的位置划分，运河以

东的称水柜，以西的称水壑。 或根据蓄泄功能划分，
为运河供水的称水柜，容纳运河泄水的称水壑。

明初所设的运河四大水柜中，最北端的安山湖

因水源断绝而最先淤废。 弘治年间实施“北堤南

分”的治河策略，修筑太行堤阻挡黄河北流，导致安

山湖外来水源减少。 弘治间管河通政韩鼎勘查发

现，安山湖周长仅 ８０ 余里［３０］２６４。 至正德年间，安
山湖因历年淤淀，湖边渐成高阜之地，以致“运道枯

涩，漕挽不通”。 山东黄运地区南部的昭阳湖亦是

如此，嘉靖初年因黄河决入昭阳湖而湖面扩大，嘉靖

以后因水源不继而一度“平漫如掌” ［３１］１３７，因此兵

部侍郎王以旗奏请修筑昭阳湖堤，建造斗门，禁民耕

种湖地［３２］ 。
南阳新河、李家口河、泇河等新运道的开挖，直

接影响湖泊水源。 嘉靖后期开南阳新河，昭阳湖由

运西改为运东，由水柜变为水壑，新河西侧的湖泊群

因夏季水流泛涨，形成“吕孟、微山诸湖” ［６］８７，东侧

的山水被隔在新河以东而无法下泄，遂将独山脚下

的低平洼地“始蓄为湖”，隆庆年间总河翁大立开李

家口 河， 使 谷 亭、 湖 陵 城 之 水 全 部 注 入 昭 阳

湖［１５］４０４。 万历后期开泇河后，吕孟、微山诸湖东受

运河宣泄之水，西受黄河东决之水，北承昭阳湖涨

水，南接郗山、吕孟、韩庄、张庄四湖之水，再加上南

阳等湖水也下泄至此，诸多小湖泊开始连成一

片［３３］３７。
湖泊水柜功能的发挥在于充足的水源供应，湖

泊与运河间的水源蓄泄是通过斗门（又称陡门）控

制的。 明初因济运水流夏秋则涨、冬春则涸、夏秋无

雨亦涸，工部尚书宋礼在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
山等湖设立斗门，“漕河水涨，则瀦其溢出者于湖，
水消则决而注之漕” ［２４］２０９８。 因运河西面的湖泊水

位低于运河，故斗门多位于运河西岸，其中南旺湖斗

门最多，达 １４ 座［２２］５０８。 “蓄泄有赖”是湖泊水资源

管理的主要目的，明清政府十分注意蓄水与泄水，
“河低河仰则可资以蓄”， “河亢河卑则可资以

泄” ［１９］５０１－５０２。 严格控制斗门启闭，每当汶河水

涨，则启放斗门收水入湖，汶河水小则关闭斗门，将
所蓄之水分别由十字河闸、关家大闸、五里铺闸放入

运河济运［２３］３８１。
四是南旺分水比例的变化。 元代实施济宁分

水，但由于分水点的选址非运河沿线制高点，影响了

济运效果。 明初改济宁分水为南旺分水，在堽城坝

下游增建戴村坝，从而在洸河北面增加了一条更方

便引汶水的小汶河，并于沿途设置湖泊作为水柜。
关于南旺分水的比例，正德间碑文记载“三分入于

漕河以接徐吕”，“七分会于临清以合漳卫” ［３４］ 。 万

历元年《治水筌蹄》载三分南流、七分北流［６］８０。 后

来的《康熙续修汶上县志》亦见四分南流、六分北流

的记载［３５］ 。 至康熙后期，则不再遵循“以其三南入

于漕河”，“其七北会于临清”的旧制，而是变为“不
知始自何年竟改为七分往南”，“三分往北”，再加上

安山湖被招租起科，结果每逢亢旱之年，导致南旺以

北运河无水接济，东昌一带运河浅阻，所以有大臣建

议仍改为三分往南、七分往北，以免民田淹没、粮船

浅阻之患［７］５１５。 自明至清，从非运河制高点的济宁

分水北移到运河制高点的南旺分水，表明了对水环

境的进一步了解和对水资源控制水平的进一步提

升，其中提到的三七开、四六开、七三开等分水说法，
虽不易厘清原委，但总体上显示了水资源分配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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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愈少、南流愈多的空间变化格局。
五是黄运交汇口的变化。 运口是运河与其他河

流交汇的节点。 明初山东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口位于

徐州城东的小浮桥，“自小浮桥之上，皆闸河” ［６］１８。
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 年），黄河决河南归德州，自小浮

桥入运的黄河断流，黄河主流至宿迁小河口入

运［２４］２０２４。 正德三年（１５０８ 年），黄河北徙 ３００ 里

至徐州小浮桥入运。 四年六月，北徙 １２０ 里至沛县

飞云桥入运［３６］ 。 嘉靖九年（１５３０ 年），又回到徐州

小浮桥入运［１８］２８４２。 四十四年开南阳新河，至徐州

茶城与黄河交汇［２４］２０３９。 至万历元年，仍“汶与河

交会在茶城矣” ［６］１８。
万历初年因茶城交汇口外“黄水浊而强”，交汇

口内“汶泗清且弱”，总河潘季驯建议于交汇口处建

古洪、内华二闸，“黄涨则闭闸以遏浊流，黄退则启

闸以纵泉水” ［２４］２０５５。 万历十五年，茶城运口遭黄

河淤积，杨一魁改建古洪闸，从此“古洪当黄水之

冲，为入运咽喉” ［３７］３６４１。 万历十六年四月，河道科

臣常居敬建议于古洪闸外加筑镇口闸，以“外御浊

水，内蓄漕河” ［３７］３７１４，镇口闸处从此成为黄运交汇

口。 三年后，留城被淹，又将运口闸改至李家口。 万

历三十二年开泇河以后，直河口成为黄运交汇口。
天启四年（１６２１ 年）开通济新河，由直河口改至骆马

湖口，两年后改为东面的陈口，崇祯间又改为直河口

与陈口间的董口。 清康熙间靳辅治河，先改行直河

口与董口间的皂河口，后改行皂河口以东的张庄运

口。 康熙二十七年开挖中河以后，黄运交汇口南移

至淮安清口。 以上黄运交汇口的变化，总体上呈现

出自西而东的变化格局，究其原因，当在于黄河迁

徙、泇河开凿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总之，泉源开浚是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的起点，

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呈 “泉—河—运” 或

“泉—河—湖—运”的格局，泉流“五派”中以分水、
天井、鲁桥三派最为重要，泉源大部分通过分水派、
天井派入汶河。 众多泉源汇聚到河流后，部分直接

进入运河，部分蓄积于沿线湖泊。 汶、泗、洸、沂“四
水济运”格局的变化，体现了由以天井闸为中心变

为以南旺为中心的水资源分配格局。 整个明清时期

的水资源演变，显示为南部地区水资源不断增加、北
部地区水资源日渐减少。 保运通漕是水资源开发的

归宿，都是以保障运河漕运为目的，服务于国家漕粮

调拨的根本需求，正所谓“诸水而悉节制之，以为吾

用” ［９］２５４。

三、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

以上研究表明，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是

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涉及黄运关系、河运关

系、河湖关系、泉河关系、蓄泄关系等。 那么在水资

源开发的历史过程中，对区域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
１．黄运关系下的河流环境

明初黄河的决口地点集中在河南地区，决口后

往往向东北流，冲击山东运河张秋段，于是弘治间实

施“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筑太行堤防止黄河决口

后北流，使决口后的影响地转移至鲁西南、苏北地

区。 因黄河不再北流，引黄入会通河济运的任务，主
要依赖沙湾支河、塌场口河、贾鲁故道等河流。 弘

治、正德以后，黄河主流经徐州、吕梁二洪而下，徐州

以下的徐邳段运道水源充足，鲁南山区的泉源开发

因此停滞，邳州派泉源废而不用，所以巡抚徐源建议

省废蒙阴、沂水二县的泉源［９］２７２。 正德间 《东泉

志》特别指出，邳州派是否保留或废弃，常视黄河是

否流经徐吕二洪而定，“若黄河经徐吕而下，则可以

无；不经徐吕而下，则可以有” ［５］１８。
嘉靖中期以后， 黄河 “ 尽出徐、 邳， 夺泗入

淮” ［２４］２０６５，形成了全河单股入淮的局面，但也因黄

河水流过大、决徙频繁而常出现影响运道的情况。
因此为确保漕运畅通，朝廷开南阳新河避黄行运，工
部尚书朱衡在昭阳湖东的滕县、沛县、鱼台、邹县间

另凿一条新运道，以防黄河浊流漫入或山水漫出。
新运道从原来的昭阳湖西移至湖东，避开了黄河的

直接侵扰，但也降低了沙河派泉源的重要性，滕县、
峄县、鱼台泉源本出沙河接济二洪运道，自开南阳新

河后，滕县诸泉入蜀山、吕孟诸湖，然后达南阳新河，
沙河派由此变得“略在所缓” ［１２］ ，为“新河派”所取

代。 隆庆以后，黄河南徙，滕县诸泉西流入湖的水源

受阻， 湖泊 “填淤日积， 居民数艺承粮， 谓之淤

地” ［１７］３３６，逐渐失去济运的功能。
明代后期，黄河河患集中于苏、皖、豫、鲁交界地

区，这一时期为确保漕运畅通，开泇河避黄行运。 万

历三十二年，总河李化龙开挖泇河成功，自夏镇往南

至李家口引水，与彭河汇合后，经韩庄湖口南下，又
合氶、泇、沂诸水，东南至邳州董口入黄河，使“曹、
单黄流与运远隔，得不为患” ［１５］３４０。 泇河的开凿，
避免了黄河二洪之险和镇口闸之淤，但对济运水源

带来影响。 由于泇河运道东移，吕孟、微山诸湖东受

运河宣泄，西受黄河东决，北受昭阳湖涨水，南连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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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吕孟、韩庄、张庄四湖之水，再加上南阳等湖有时

也下泄至此，多股水汇集的结果使小湖泊连成巨大

的微山湖［３３］３７。
２．湖田变化与湖泊环境

湖泊是重要的蓄水场所，常因环境变化而淹没

或涸出土地，其涸出的肥沃土地被围垦后，反过来又

影响湖泊环境。 明弘治十三年，管河通政韩鼎调查

发现，安山湖面积不断缩小，于是置立界碑，栽植柳

株，以保护湖泊水域［３０］２６４。 据王廷《乞留积水湖柜

疏》记载，正德年间因安山、南旺等湖历年淤淀，湖
周边渐成高阜之地，近湖百姓盗垦耕种，致“运道枯

涩，漕挽不通” ［３１］１３７。 嘉靖六年，治水者采取了在

安山湖中心区域筑堤保水的措施，结果导致湖面进

一步缩小［３０］２６４。 嘉靖十五年，总河李如圭建议查

勘被侵占的安山湖湖田，派人修筑堤岸，挑浚淤

浅［３１］１８１。 嘉靖二十年，兵部侍郎王以旂清查安山

湖疆界，在湖泊周围筑堤，严禁盗掘垦湖。 嘉靖三十

七年，因汶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南旺湖边缘淤积，涸
出大片土地，吸引百姓争相占种，朝廷派员对南旺三

湖进行勘丈，发现面积减少至 １５０ 里，于是提出部分

放垦、修补缺口、划分疆界、设夫巡查、处置水产等水

资源管控措施，以期达到“庶几河得湖以济运，民得

湖以养生”的目的［３１］１３５。 万历元年前后，南旺三湖

较嘉靖时又有所减小，其中马踏湖几乎全为百姓所

侵占，“可柜者无几” ［６］８４。 万历十六年，鉴于安山

湖百里湖地尽成麦田，都给事中常居敬等上疏建议

修筑束湖小堤，以区分水柜与湖田的界限，堤内蓄水

济运，堤外任凭佃种征税［２２］５１３－５１５。 至清代前期，
北五湖的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安山湖 “废为平

陆” ［１５］４０７，南旺西湖“河身日淤，弥望民田” ［３８］ ，故
清政府严格限制开垦南旺湖内田地，不许私自占垦。

与北五湖因垦殖而日渐缩小或废弃不同，南四

湖因耕地被湖泊吞并而总体上不断扩大。 嘉靖四十

四年引黄济运，牛头河下游淤积严重，南阳湖所在洼

地蓄水增加。 嘉靖末年开南阳新河，运道“斜贯其

中，截分东西”， 南阳湖和独山湖 “不复交相输

灌” ［３９］ 。 因南阳新河夏秋季节受薛河、沙河泥沙灌

注，乃于二河上源建坝，遏水入微山湖。 又因吕孟、
微山湖泊群外伤漕堤、内淹民田，隆庆六年（１５７２
年） 起 担 任 总 河 的 万 恭， 筑 堤 建 闸 以 宣 泄 湖

水［６］８６－８８。 万历三十二年，黄河决单县苏家庄，北
灌南阳湖，农田沦入水中，鱼台、济宁间 “平地成

湖” ［３７］７４９４，从此济宁以南的运河全靠微山湖蓄水

济运。

清康熙二十三年，济宁知州吴柽在运河与牛头

河间修筑了一条 １２００ 多丈的拦水横坝，防止昭阳湖

水北泛，以保护济宁南乡的耕地，结果拦水坝以北的

农田积水无法下泄，大片粮田难以涸出，蓄积形成了

南阳湖。 据《治河方略》《河漕备考》等记载，康熙间

南阳湖方圆仅四五十里，水深五六尺，浅者二三尺。
自康熙后期至乾隆初年的短短数十年间，随着济宁、
鱼台两地沉粮地的扩大，南阳湖水面急剧扩张。 雍

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河督高其倬在南阳湖以下运河西

岸增建减水闸，结果使入湖水量增加，周边州县水患

加重。 乾隆十年，南阳湖水越过拦水横坝北漫，淹没

济宁南乡谭村寺、张家堰、枣林等 ４０ 余个村庄，南阳

湖与昭阳湖连为一体，无法区分，只能笼统地称鱼台

境内的部分为南阳湖，沛县境内的部分为昭阳湖，两
湖合计 ９０ 余里。 乾隆二十二年夏汛，微山湖涨水无

处宣泄，将鱼台、济宁等 ５ 州县村庄淹没 １０００ 余处。
３．浚泉、挖河、筑堤与土地环境

土地是环境的基础要素，山东黄运地区的土地

常遭受挖河、筑堤、建闸、堵决等工程活动影响。 一

种情况是改善土地环境，使昔日湖荡涸为良田，低洼

沮洳之所淤成沃壤。 据徐有贞《敕修河道功完之

碑》记载，景泰四年（１４５３ 年）徐有贞治沙湾决河，使
东阿以西、鄄城以东、曹县以南、郓城以北地区“出
沮洳而资灌溉者，为顷百数十万” ［９］２８７。 隆庆六年

筑曹县西武家坝，避免了城武、金乡等县沦为沮

洳［１４］４２６。 康熙初年担任河督的靳辅建议多开闸坝

涵洞，理由是“耕种之区资减水而得以灌溉，洼下之

地借减水而得以淤高，久之而硗瘠沮洳且悉变而为

沃壤” ［４０］ 。 康熙四十三年，济宁道张伯行奏请修筑

汶河堤岸，以护卫民田，原因是前两年宁阳、汶上、济
宁、滋阳、鱼台、滕县、峄县等地连遭水患，皆由于

“汶河堤岸不修之故” ［７］５１８。 乾隆二十三年，建微

山湖口滚水石坝 ３０ 丈，疏通微山湖涨滩支河，很快

涸出良田万顷。 鉴于微山湖水满东溢，仅靠泇河无

法排泄湖泊涨水，于是开挖了微山湖至台儿庄的伊

家河，并修建湖口新闸［４１］７８。 伊家河建成后，涸出

被淹土地 ３０００ 余顷［２８］１０７６。
另一种情况是因施工而破坏土地环境，使湖泊

遭到淤淀，耕地遭到挖废或占压，乃至损坏附着其上

的农作物，正所谓“堤压者，创筑新堤，田亩被压也；
挖废者，挑挖新河，田亩被废也” ［４２］ 。 弘治间治理

张秋决河，因“频年挑浚，沙积两岸或平铺地上，风
起飞扬，仍归河内”，刘大夏建议于两岸筑堤拦

挡［３０］２６０。 嘉靖以前成书的刘天和《问水集》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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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渠占地”问题，称“齐鲁之地多泉，近于东平州

询访，即得新泉五，第民间病于开渠占地之劳费，匿
不肯言尔” ［３０］２６５。 嘉靖间开挖南阳新河，将大片粮

田变为水道，使“昔禾黍，今楼橹矣” ［６］８８。 沛县、鱼
台等县随着陆地淹没为湖，昭阳湖扩大。 隆庆三年，
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自昭阳湖至留城闸开河 ６０ 余里，
挖废民田数千顷［４３］ 。 万历十六年，黄河两岸的民

间纳粮田地因修筑堤坝而“所压占民地不下千百余

顷” ［２２］４７８。 万历后期泇河的开凿，使峄县积水长期

无法排出，“峄之民困于水，峄之水又敝于运，盖数

百年矣” ［４１］８２。
清顺治年间沿运河往来的谈迁发现，台儿庄以

北运河 “堤多石，细碎枳步，盖浚河出之，本山脉

也” ［４４］ 。 康熙间，运河厅同知任玑堵塞由何家石

坝、玉堂诸口宣泄湖水的通道，导致南旺以北水流减

少，南 旺 以 南 “ 处 处 淹 没， 二 十 余 年 不 得 耕

种” ［７］５５７。 张伯行《居济一得》记载，“逐泉大加挑

挖”导致南旺运河两岸土积如山，破坏了周围的土

地环境，一旦霖雨骤至，则数百里之泥沙尽入汶

河［７］５１３。 乾隆三十九年，因山东泉源不旺，自徐州

潘家屯建闸，引黄河水入微山湖，导致泥沙在湖底大

量淤积。 治河与土地的矛盾还表现为极端社会事件

的发生，政府严禁私自放水溉田，而百姓冒险盗掘河

堤以改良土壤。 乾隆四十八年，兰第锡奏称因堤旁

数丈外即为百姓耕种的熟地，每逢筑堤取土，遭多方

挠阻［４５］７５５。 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 年），因山东蜀山湖

水势异涨，湖泊东北地势低洼的邵家庄及汶上县各

村庄受灾较重，发生了居民盗挖湖堤的事件，“蜀山

湖乡民数十人，由湖驾船十余只，驶至湖堤，手持长

枪，施放鸟枪，拦截行人，动手挖堤” ［４６］６１６。
针对以上负面影响，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

一是对河道挑浚加以规定，要求筑堤取土时须距堤

数十步外取土，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种，毋仍近堤成

沟，致水浸没，还规定将挑挖的河泥远置河岸数十步

外，平铺于地上，以免妨碍耕种［３０］２５５。 对于开渠筑

堤占压的田亩，政府或豁除粮赋，或减缓税收，或改

征他税，例如吕、孟诸湖原属膏腴之地，因运河水不

得泄汇而成湖，遂“改鱼课焉” ［６］５９。 二是制定惩罚

措施。 政府严禁沿河百姓放水溉田，《问刑条例》规
定“凡故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

东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发充军，军人犯者，发
边卫” ［９］３２６。 康熙皇帝发布上谕，要求严加管理水

资源，称“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济运，今多开稻田，截
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 ［４７］ 。

三是加强机构设置，由专门官员专理河道。 明清时

期的水资源管理，非河臣所能管得过来，需“府州县

印官、河官咸得过而问焉” ［４８］ 。 明初将运河以沛

县、德 州 为 界 分 为 三 段， “ 各 委 曹 郎 及 监 司 专

理” ［４５］７４３。 正统初年，以济宁为界将运河一分为

二，分别命官员督理。 成化七年（１４７１ 年）始设总理

河道一职，加强了对水资源的管理，“闸坝损坏者修

之，河道淤塞者浚之，湖泊务谨堤防，泉源毋令浅

涩” ［４９］ 。 工部设分司分段管理运河，其中山东黄运

地区分别由驻扎张秋的北河分司、驻扎南旺的南旺

分司、驻扎夏镇的夏镇分司管理。 到明代后期，在工

部和总河之下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河工体系，河
务由管河道与管河分司双重领导。

清顺治年间，针对“湖泉之水不能济漕而灌田，
水柜日减，泉源日塞，止凭一线河流，安得不致浅

阻”的情况，漕运总督林起龙疏请加强水资源管

理。［１３］２６７康熙间因民间窃种湖旁之地，以致漕艘常

患浅涩，吏部尚书张鹏翮建议将各湖筑堤潴水以及

疏浚泉事宜交与山东巡抚李树德料理，以期运道畅

通［１３］８６６。 道光十四年，朝廷要求山东有泉 １７ 州县

如非泉河通判所属，责成兖沂曹济道以及兖州、沂
州、泰安各知府兼管， 就近督率各州县负责办

理［４６］７５７。
总之，水资源开发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明

显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以治黄保运为

目的的水资源配置格局，难以做到水资源调配的均

衡合理，越是天旱时农业亟须灌溉用水，国家越“举
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滴沥之流，居民无敢私

焉” ［５０］ ，其结果往往导致农田干涸，耕播失时，表现

为蓄水与泄水、通漕与溉田、禁垦与保湖、启闸与闭

闸的冲突。 以水资源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冲突是环境

变迁的结果，违背规律的水资源配置往往导致多者

愈多、少者愈少，促使国家采取相应的水资源管理对

策，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环境变迁。

结　 语

水资源开发利用是指人类通过劳动、科学技术

和管理手段，使天然水资源能为人类发展服务的有

关活动的总称［５１］ 。 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
是一个包括开浚泉源、疏导河流、避黄行运以及控制

湖泊蓄泄在内的系统工程，表现为各要素之间的相

互联系，常需“浚泉以发其源，导河以合其流，坝以

遏之，堤以障之，湖以蓄之，闸以节之” ［１５］３４０。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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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漕运作用的日益增强，水资源开发的目的和

范围日趋扩大，由此形成了多水共治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格局。 自元代开挖山东会通河以后，黄、汶、泗、
洸、沂等河流便与运河发生联系。 明初重开会通河

并设置运河四大水柜，泉源、河流、湖泊的重要性愈

加凸显。 泉源堪称该地区的水资源命脉，众多泉源

通过汶、洸、泗、沂等河注入运河或湖泊，故有泉流

“五派”的说法。 与五派对应的是济运“四水”或“五
水”，多水济运的格局表明了愈来愈多的河流被纳

入大运河运行体系。 湖泊是容纳水资源、调节运河

水量的重要设施，其演变过程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
表现为山东黄运地区南部的湖泊总体上不断增加扩

大，水柜功能不断增强，而北部的湖泊日渐萎缩乃至

湮废，水柜功能日趋减弱。 水资源“蓄泄有赖”是湖

泊功能发挥的重要表现，但常因水源不足、泥沙淤

积、人工垦殖等影响，很多湖泊无法发挥蓄水济运的

“水柜”作用，或因湖泊积水过多、废田成湖而导致

“水柜”水患增加，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引发人

地关系的冲突。
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

系，环境变迁是审视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既涉

及环境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包括人类为了适

应自然环境进行的适应性改造。 明清山东黄运地区

的环境变迁是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凸显了以治河保漕为中心的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一方面鲁中山地的地形条件提供了运河泉源，决定

着河流的流向和湖泊的分布；另一方面人的参与程

度影响到泉源、水系以及湖泊的开发力度。 明清山

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人类

活动在国家主导下持续干预环境的历史，这一过程

显示了水资源、水环境、水社会的内在联系。 明清时

期的黄河、运河治理属于国家层面的公共工程，正所

谓“国家漕运，全资黄、运两河” ［１６］５６９。 当时运河

漕运“半赖黄河” ［６］２８，黄河在水资源配置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湖泊淤垫、引黄济运、避黄改运等水环境

背后都有黄河的影响，南阳新河、泇河、中运河等避

黄行运工程均是针对黄河的影响而开挖的，治黄保

运、治河通漕是国家进行水资源管控的主要目的，总
体思路是服务于国家治河保漕的大政所需。

以史为鉴，河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水

资源配置均衡合理，应通过进一步加强河湖管控能

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统筹考虑水环境和

水安全，避免产生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的马太效应。
还要做到兼顾国计民生，既要着眼于除害兴利，还要

辩证地看待河湖治理的环境影响。 “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区域内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

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找水、补水、分水、
调水、蓄水是水资源调配和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措施。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以整体系统观来

认识水资源，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实行严格的水资源开发和调配，走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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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及其环境影响


